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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风险加剧。 如果能够促进 NVC 对接 GVCs,提高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将有利于我国规避外部风险,实现“稳外贸”目标。 基于中国 30 个省市—世界投入产出表、假设提取

法,测算出口增加值、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对中国省域经济的贡献,探索 NVC 连接

GVCs 的路径。 结果显示:NVC 连接 GVCs 具有内陆到沿海和内陆到内陆两条路径;利用内陆到内陆路径获取出

口增加值将更少的价值链环节暴露于外部风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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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uncertainti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ave increased and the risk of trade friction has

intensified. If we can promote NVC connecting GVCs and increase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rate of exports, it will help

China to avoid external risk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table foreign trade”. Based on China’s 30 provinces-world input-

output tables and hypothesis extraction method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value added in export, GVCs

direct value added in export and NVC indirect value added to China’ s provincial economy,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NVC to connect GV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VC-connected GVCs have two paths: from inland to coastal and inland to

inland; using inland to inland routes to obtain export value added exposes fewer value chain links to extern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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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

制造业企业凭借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嵌入全球价

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获得了大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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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机会和分工任务[1],外贸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需

求不振[3]。 “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

的贸易环境,由于在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保护主

义加剧,中国可能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同时货物

贸易也将面临更大压力。 贸易摩擦下,中美关税

壁垒高企,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资源

和能源矛盾的不断加剧与升级,加快了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的步伐。 受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外
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逐渐式微。 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和 Tiva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占 GDP 比重

由 2007 年的 37. 6%下降至 2017 年的 18. 5%,出口

国内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也由 2007 年的 25. 6%下

滑至 2014 年的 18. 7%。 低端锁定[4]、悲惨增长[5]

和挤出效应[6]等 GVCs 的负面效应陆续显现。 转方

式、调结构、促创新、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的任

务更加艰巨。 为此,中国如何继续依靠 GVCs 获得

分工任务,取得贸易利得,实现“稳就业”“稳外贸”
的目标,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国际分

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

用,也是学术研究、“十四五”规划纲要制定重点关

注的问题。
横向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是“稳外贸”的途径之

一[7]。 金融危机后,OECD 国家普遍出现“贸易塌

陷”,进出口额跌幅均超过 10% ,2005—2010 年,欧
盟与美国的进口额分别增加了 27%和 14% ;巴西、
中国和印度增幅超过 100% ,加速了 GVCs 中主要

市场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8]。 新兴国家

旺盛的需求为中国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创造了条

件。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推动下,2018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27. 9% ,增长 13. 3% 。
纵向攀升 GVCs 的高附加值环节,提高出口产

品的国内增加值率是“稳外贸”的另一途径[9]。 如

果仅仅横向开拓新兴国家市场,不进行价值链升

级,中国仍将从事组装、加工等 GVCs 的低附加值

环节[10]。 Brandt 等(2011) [11]指出,将市场锁定为

低收入国家,容易导致生产者获利低微,并产生恶

性竞争。 这种竞争关系不利于技术落后的欠发达

地区和技术领先的发达地区进行知识、技术和信

息的融合、渗透,造成国内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发

展的不平衡[12]。 为了规避横向产品层面的激烈竞

争,中国各区域在产品内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

环节纵向形成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13]。 不同于沿海地区主要向国外直接出口

产品而供国外生产或消费,内陆地区更多地提供原

材料和中间产品给沿海区域,接着依靠沿海区域的

最终产品出口间接参与 GVCs[14]。 有学者通过微观

案例分析测算了 GVCs 各环节的分工收益,在 ipod
和 iphone 等产品的价值链条中,中国投入大量劳动

力从事最终产品生产环节,国内增加值仅为产品售

价的 5%,生产屏幕、存储等中间产品的韩国企业的

出口增加值占产品售价近 20% [15 -17]。
内陆省份在 NVC 中承担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

对应于 GVCs 的中、高附加值环节,通过 NVC 对接

GVCs,对于实现“稳外贸”的目标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NVC 与 GVCs 的对接融合,有利于激发内陆

省份的出口潜力。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初期,加
工贸易盛行。 沿海省份相对内陆省份具有区位优

势,承接了绝大多数的加工贸易任务。 加工贸易的

特性又使得中间产品投入几乎全部通过进口,对内

陆省份的要素投入出口产品形成“挤出”效应,抑制

了内资企业通过中间产品间接参与 GVCs,获取贸易

利得[18]。 整合内陆省份中的优秀企业,连接 NVC
和 GVCs,将拓展中国参与外贸活动的区域,增加

国内参与出口的企业数量。 其次,NVC 与 GVCs 的
对接融合,有利于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有学

者提出的增加值核算体系,矫正了国际贸易总值

核算体系的“统计幻象”,揭示了中国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偏低的问题[19 - 20]。 沿海省份过度嵌入

GVCs 中组装、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是出口增加值

率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21 - 22]。 内陆省份在 NVCs
中负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如果能够将这部

分价值链条对接 GVCs,将显著促进价值链的国内

部分长度延伸,弥补加工贸易在中、高附加值环节

的缺失,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有效路

径[23]。 最后,NVC 与 GVCs 的对接融合,有利于抵

御外部经济的不确定因素。 控制 GVCs 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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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达经济体相对处于 GVCs 边缘环节的新兴经

济体具备非对称优势。 这种优势体现于核心零部

件的供给、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的积累,迫使依附

于 GVCs 的新兴经济体失去议价能力,极易受到价

格、成本波动的冲击[24]。 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

极端情况下,中国企业甚至面临进口中间零部件

断供的困境,企业的国内销售与出口活动均受到

影响。 重视 NVC 与 GVCs 的对接,增加国产中间

产品的投入比例,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在 GVCs 中

的议价能力,降低价值链暴露在外部风险中的

比例。
已有的研究成果描绘出内陆区域经由 NVC 连

接沿海区域,间接创造出口增加值的“稳外贸”路

径。 相关实证结果的呈现方式是将中国八大区域

的出口增加值分为直接参与 GVCs 获得的出口增

加值和经由 NVC 间接出口获得的增加值,以经由

NVC 实现的出口增加值份额体现 NVC 在间接出

口中的作用。 本文认为上述研究方法仍有两点可

以改善的地方:一是,这一方法忽略了内陆各省份

出口增加值占 GDP 比例的差异性,难以揭示 NVC
连接 GVCs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小。 同为西北地

区的陕西省和青海省,2012 年经由 NVC 实现的出

口增加值份额均接近各自出口增加值总量的

50% ,50%出口增加值占陕西省 GDP 的 7. 9% ,占
青海省 GDP 的 2. 5% 。 相同份额的出口增加值对

两省国民经济的贡献悬殊,这是因为出口增加值

对陕西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 15% ,对青海 GDP 的

贡献仅为 5% 。 本文以各省出口增加值占 GDP 比

例为基础,分别呈现 NVC 间接出口和 GVCs 直接

出口对省域经济的贡献,消除了各省因为出口依

赖程度差异对 NVC 间接出口实际贡献的影响。 二

是,从区域层面细化到省域层面测算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体现各省 GVCs 直接出口对其他省份中间

产品出口的拉动作用。 本文的研究发现,内陆省

份不仅可以借助 NVC 连接沿海区域加入的 GVCs,
间接创造出口增加值,也可以直接嵌入 GVCs 带动

其他地区获得出口增加值。 测算结果显示,借助

安徽、陕西等内陆省份对接 GVCs 间接创造的出口

增加值,已经超过了部分沿海省市。 这一发现如

果成立,将肯定内陆省份在“稳外贸”中供给中间

产品和促进其他省份出口的双重作用,也可以反

映 NVC 连接 GVCs 存在内陆到沿海和内陆到内陆

两条路径。 这体现了中国国内生产网络的复杂

性,也拓展了 NVC 连接 GVCs 路径的多样性。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 30 个省市投入产出表

(MRIOT)与世界投入产出(WIOT)合并的 MR -
WIOT 方法。 基于 MR - WIOT,采用假设提取法

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DVA),GVCs 直接出口国

内增加值(GVAX - D)和 NVC 间接出口国内增加

值(NVAX - I)。
(一)中国省市—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构建

构建 MR -WIOT 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一是以

WIOT 为主,将 WIOT 的总产出、最终产品产出和

增加值等总量数据作为外生变量, 同时依据

MRIOT 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得到中国各省市之间、
中国省市同世界各国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投

入产出结构,最终将 WIOT 中的中国总量数量逐步

展开为省市级别的数据。 在 Meng(2013) [25]和 Pei
(2015) [26] 等研究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二是以

MRIOT 为主,保留了各省之间的中间产品投入产

出数据,并将 MRIOT 的进出口额、总产出和增加值

等数据作为外生变量,依据 WIOT 中国与世界各国

的投入产出系数补充和展开 MRIOT,得到完整的

MR -WIOT。 Dietzenbacher 等(2012) [27] 使用这一

方法合并了巴西区域投入产出表和 WIOT。 倪红

福等(2016) [14] 合并中国 8 区域投入产出表和

WIOT 时也使用了这一方法。 本文着重研究 NVC
连接 GVCs 对省域经济的贡献和 NVC 连接 GVCs
路径的多样性。 这需要优先保证国内生产网络刻

画的准确性,以降低测算和分析结果偏差。 因此,
本文沿用 Dietzenbacher 等(2012) [27] 和倪红福等

(2016) [14]的合并方法,以中国 30 省市投入产出表

为主,融入 WIOT 中的相关信息。
具体合并步骤如下:①中国 MRIOT 包括 30 个

部门,2018 版 WIOT 细分到 56 个部门。 我们按照

MRIOT 的部门分类将 WIOT 合并为 30 个部门。
②依据 WIOD 给出的汇率换算数据和中国 GDP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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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指数将 30 个省市投入产出表的单位转换为百万

美元。 ③保留 MRIOT 各省市之间的中间产品投入

产出数据,并将 MRIOT 的进出口总额依据 WIOT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投入产出系数展开,得到 30 个

省市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矩阵。 ④按照

WIOT 中世界其他国家中间产品投入系数和最终

产品投入系数展开外国总产出向量,得到外国的

中间产品矩阵和最终产品矩阵。 ⑤根据投入产出

表的行列平衡关系,调整 MR -WIOT 至均衡状态。
(二)基于假设提取法测算出口增加值对省域

经济的贡献

Los 等(2016,2018) [28 -29]在构建双边贸易出口

增加值核算框架时提出了假设提取法。 这一方法的

核心思路是比较两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双边贸易

前后的 GDP,以 GDP 的变化大小反映进行双边贸易

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的出口增加值。 本文试

图借鉴这一方法来衡量中国 30 个省市在与其他国

家或地区进行双边贸易时中获得的出口增加值。
以三地区模型为例,Johnson 等(2012) [30]通过

式(1)追溯各地区最终产品 Y 包含增加值的源头,
提供了测算地区 GDP 的方法。 地区 1 的 GDP 如

式(2)所示,由本地区生产最终产品 Y1 中蕴含的

增加值 V1B11Y1 和其他地区产出最终产品 Y2、Y3 中

获得的增加值 V1B12Y2、V1B13Y3 共同组成。 其中 V
代表增加值系数向量, B 如式(3)所示,是著名的

列昂惕夫逆矩阵。

VBY =

V1B11Y1 V1B12Y2 V1B13Y3

V2B21Y1 V2B22Y2 V2B23Y3

V3B31Y1 V3B32Y2 V3B33Y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

GDP1 = V1B11Y1 + V1B12Y2 + V1B13Y3 (2)

B =

I - A11 - A12 - A13

- A21 I - A22 - A23

- A31 - A32 I - A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

(3)

为了测算地区 1 向地区 3 出口对地区 1GDP
的贡献,假设地区 1 不向地区 3 出口中间产品和最

终产品,则 A13 = 0,Y13 = 0 。 此时,列昂惕夫逆矩

阵 B’、最终产品向量 Y’ 如式(4)所示,地区 1 不向

地区 3 出口时的“假设 GDP”——— GDP′
1 如式(5)

和式(6)所示。

B =

I - A11 - A12 　 0

- A21 I - A22 - A23

- A31 - A32 I - A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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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Y1 - Y13

　 Y2

　 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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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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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ù

û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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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4)

VB′Y′ =

V1B′
11(Y1 - Y13) V1B′

12Y2 V1B′
13Y3

V2B′
21(Y1 - Y13) V2B′

22Y2 V2B′
23Y3

V3B′
31(Y1 - Y13) V3B′

32Y2 V3B′
33Y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5)
GDP′

1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V1B′
13Y3

(6)
式( 7 ) 通过比较地区 1 的实际 GDP———

GDP1 和提取地区 1 向地区 3 出口后的 “假设

GDP”——— GDP′
1 ,可以测算地区 1 向地区 3 出口

获得的出口增加值 VAXD13 ,以及出口地区 3 对地

区 1 的 GDP 的贡献大小 Contri13 。
VAXD13 = GDP1 - GDP′

1

= (V1B11Y1 + V1B12Y2 + V1B13Y3)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V1B′

13Y3) (7)
Contri13 = VAXD13 / GDP1 (8)

(三)提取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

出口增加值

中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由两部分构成,既可以

通过 GVCs 直接出口获得,又能够经由 NVC 间接

出口实现。 分别考察这两部分出口增加值对省域

GDP 的贡献大小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之一,这需要

对省域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 Los 等 ( 2016,
2018) [28 - 29]的研究重在核算国家层面双边贸易中

的出口增加值总量,未深入到省域层面,也没有对

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 Wang 等(2017) [31] 按照最

终产品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分解出口增加值,与
本文依据增加值获得渠道的分解方式有所不同,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可以从最终产品直接出口

中获取也可以从中间产品直接出口中获得。 因

此,本文尝试将假设提取法拓展至省域层面,并且

完成省域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出口

增加值的分解。
在式(1)所示的三地区模型中,地区 1 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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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属于同一国家 A,地区 3 属于国家 B,并且假设 A
国不再出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至 B 国,则 A13 =
0,A23 = 0,Y13 = 0,Y23 = 0 ,列昂惕夫逆矩阵 B∗ 和

最终产品向量 Y∗ 如式(9)所示。 此时,地区 1 的

“假设 GDP”——— GDP∗
1 如式(10)和式(11)所示。

B∗ =

I - A11 - A12 0

- A21 I - A22 0

- A31 - A32 I - A3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

Y∗ =

Y1 - Y13

Y2 - Y23

Y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9)

VB∗Y∗ =
V1B∗

11(Y1 - Y13) V1B∗
12(Y2 - Y23) V1B∗

13Y3

V2B∗
21(Y1 - Y13) V2B∗

22(Y2 - Y23) V2B∗
23Y3

V3B∗
31(Y1 - Y13) V3B∗

32(Y2 - Y23) V3B∗
33Y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10)
GDP∗

1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Y23) +
V1B∗

13Y3 (11)

GDP∗
1 中既不包括地区 1 向 B 国直接出口 Y13

和 A13X3 创造的出口增加值(GVCs 直接出口增加

值),也不包括地区 1 经由地区 2 间接出口 B 国

Y23 和 A23X3 所创造的出口增加值(NVC 间接出口

增加值)。 因此,地区 1 通过 A 国出口 B 国获得的

出口增加值总量 VAXD1B ,如式(12)所示。

VAXD1B = GDP1 - GDP∗
1

= (V1B11Y1 + V1B12Y2 + V1B13Y3)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Y23) +

V1B∗
13Y3) (12)

同理可知,式(4)至式(8)反映了地区 1 经由

GVCs 直接出口 B 国所获得的出口增加值 GVAX -
D13 ,式(13)、式(14)将 GVAX - D13 从 VAXD1B 中

提取即为地区 1 经由 NVC 间接出口 B 国所获得的

出口增加值 NVAX - I13 。 地区 1 通过 GVCs 直接

出口 ContriG13 和经由 NVC 间接出口对当地经济的

贡献 ContriN13 如式(15)所示。
GVAX - D13 = VAXD13 (13)

NVAX - I13 = VAXD1B - VAXD13 =

(GDP1 - GDP∗
1 ) - (GDP1 - GDP′

1) =
GDP′

1 - GDP∗
1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V1B′
13Y3) - (V1B∗

11(Y1 - Y13) +
V1B∗

12(Y2 - Y23) + V1B∗
13Y3) (14)

ContriG13 = GVAX - D13 / GDP1 ContriN13 =
NVAX - I13 / GDP1 (15)
(四)数据来源

为了合并中国省市投入产出表和国际投入产

出表,本文采用《2012 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作为中国省市投入产出表。 这一投入产出表年份

较新且详尽地反映了中国省域间投入产出关系,
包括中国 30 个省市和 30 个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
并且借助全球贸易和分析项目(GATP)数据库整

合了各省市、各部门的进出口数据。 匹配《2012 年

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国际投入产出表需要选

取 2016 版《世界投入产出表》 (WIOD) [32]。 2016
版 WIOD 较 2013 版将年份从 2011 年拓展至 2014
年,为本文构建 2012 年中国省市—世界投入产出

表创造了条件。
三、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结果

基于假设提取法,这一部分将首先展示各省

出口增加值总量占 GDP 的比重;接着分别从出口

增加值中提取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

出口增加值,体现不同出口增加值获取方式对省

域经济的贡献大小。
(一)出口增加值对中国省域经济的贡献

图 1 和图 2 的横轴代表 2012 年省域出口占

GDP 比例,纵轴描绘了 2012 年各省市出口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共同组成各省出口增加值对中国

省域经济贡献的散点图。 图 1 汇报的 10 个省市有

9 个位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省份的出口占 GDP
的比重处在 30 个省市的前列,如广东出口占 GDP
接近 70% ,上海出口占 GDP 也超过了 50% 。 这 10
个省市出口占 GDP 排名全国前列的同时,出口增

加值对各省市经济体的贡献也高于其他省市。 但

是,比较图 1 中同一省市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可以

发现沿海省市的出口增加值占 GDP 份额显著小于

出口占 GDP 份额。 广东和上海的出口增加值占

GDP 分别接近 35%和 25% ,仅为出口对 GDP 贡献

861

中国软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的一半。 结合图 1 散点图的趋势线斜率 0. 63,说
明这 10 个省市的出口增加值对 GDP 的贡献普遍

小于出口对 GDP 贡献。 因此,可以认为沿海省市

出口产品中的部分增加值未能被本省市吸收,反
而被其他国家、地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获得。

图 1　 高出口份额地区出口增加值对地区经济贡献

图 2　 低出口份额地区出口增加值对地区经济贡献

接下来分析其他 20 个省市出口增加值对地区

经济的贡献。 如图 2 所示,这 20 个省市主要位于

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对地区经济的贡献

幅度远远小于图 1 中的东部沿海省市。 图 2 中出

口对 GDP 贡献最大的陕西为 13% ,贡献最小的重

庆出口占 GDP 不足 1% 。 图 2 与图 1 相比,横坐标

出口占 GDP 份额相差悬殊,纵坐标出口增加值占

GDP 的份额差距较小,陕西、河北、安徽、新疆等省

份的出口增加值贡献已经接近或者超过图 1 中的

辽宁。 同时,结合图 2 趋势线斜率提供的信息可以

发现:中西部省市的出口增加值对 GDP 的贡献约

为这些地区出口对 GDP 贡献的 1. 31 倍。 出口增

加值普遍大于出口额,据此可以判断图 2 中的省市

不仅通过当地直接出口获得增加值,而且吸收了

其他省市出口产品的增加值,间接形成出口增加

值。 这是中国省市间 NVC 间接出口路径存在的证

据,下面将具体说明 GVCs 直接出口与 NVC 间接

出口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大小。
(二)GVCs 直接出口和 NVC 间接出口对中国

省域经济的贡献

本文从省域出口增加值总量中提取出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反映两

种出口增加值对中国省域经济的贡献。 如图 3 所

示,中国 30 个省市按照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占

地区 GDP 份额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于横轴。
GVCs 直接出口获得的增加值对中国沿海省市经

济贡献巨大,广东、浙江、福建和上海等地区通过

GVCs 直接出口获得的增加值超过了地区 GDP 的

20% ;中西部内陆省市 GVCs 直接出口对地区经济

的贡献显著小于东部沿海省市,除了内蒙外,中西

部省市获得的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不到地区

GDP 的 10% 。 与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相反,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对中国中西部省市的经济贡献更

大,占东部沿海省市的 GDP 份额较小。 图 3 中的

信息显示,山西、陕西、内蒙和安徽等中西部内陆

省份通过 NVC 网络间接获得的出口增加值占地区

GDP 份额最高,NVC 间接出口对广东、浙江、上海

等东部沿海地区 GDP 的贡献不足 5% 。

图 3　 中国 30 个地区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例

为了比较同一地区 GVCs 直接出口和 NVC 间

接出口对地区经济的贡献大小,本文将图 3 转化为

两种出口增加值占地区出口增加值总量的柱形

图。 如图 4 所示,重庆、云南等 15 个中西部内陆省

份的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超过 GVCs 直接出口增

加值,所有东部沿海省市的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

均大于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 通过 NVC 嵌入全

球生产网络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

南地区获得出口增加值的主要途径;京津地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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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直接参与 GVCs 获得出口增加

值的比重显著高于内陆地区。

图 4　 比较中国 30 个地区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和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

四、NVC 连接 GVCs 的路径分析

前文的分析发现,中西部内陆省市通过 NVC
为其他省份的 GVCs 直接出口提供中间产品,间接

获得出口增加值,并且 15 个中西部内陆省份的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已经超过 GVCs 直接出口为

当地创造的出口增加值。 为了探索国内价值网

络,明确省域层面出口增加值的创造路径和过程,
需要测算各省市 GVCs 直接出口为中国其他地区

间接带来的出口增加值。
地区 GVCs 直接出口对中国其他地区出口增

加值的贡献如图 5 中柱形图所示,江苏省排名第

一,其他 29 个省市借助 NVC 间接参与江苏省

GVCs 出口,获得出口增加值约 820 亿美元。 同时

广东、浙江等排名前 7 的省市均属于东部沿海地

区,这说明中国其他地区间接获得出口增加值的

主要路径为借助 NVC 向上述东部沿海省市输送中

间产品,再借助沿海省市的直接出口嵌入 GVCs。
继续分析图 5 中的柱形图,可以发现安徽、陕西等

中西部内陆省份对其他地区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

图 5　 其他 29 个省市从本地区直接出口间接获得的

　 　 出口增加值

的贡献也排名前列,已经超过了天津和福建等东

部沿海地区。 这揭示了中西部内陆地区也存在凭

借直接出口带动其他地区出口增加值增长的省

份。 已有的研究从区域层面思考 NVC 间接出口增

加值的获得路径,仅得出中国内陆区域通过向沿

海区域提供中间产品而间接获得出口增加值的结

论[14]。 本文将研究对象深入到省域层面后发现内

陆地区部分省份同样可以促进其他地区的间接出

口,NVC 连接 GVCs 创造间接出口增加值具有内陆

到沿海和内陆到内陆两条路径。
在 NVC 连接 GVCs 的两条路径中,江苏、广东

等沿海省市与安徽、陕西等内陆省份带动其他地

区获得出口增加值的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 1
第一栏汇报了图 5 中排名前 10 的省市单位出口带

动其他地区出口增加值,安徽、陕西等内陆省市的

单位出口带动作用最强,上述地区每出口 1 美元的

产品,分别有 0. 40 美元和 0. 29 美元的出口增加值

被中国其他 29 个省市获得;广东、山东等沿海省市

的单位出口带动作用最弱,每出口 1 美元的产品,
分别有 0. 12 美元和 0. 13 美元的出口增加值被中

国其他 29 个省市获得。 内陆省市和沿海省市单位

出口带动其他地区出口增加值增长作用的差异性

说明:安徽、陕西等内陆省市在 NVC 中与其他地区

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更多地倚重国内生产要素

完成出口,本地出口产品中投入了高比例的其他

地区中间产品,从而带动其他地区间接获得出口

增加值。 与之相反,表 1 中广东等沿海省市出口产

品中使用其他地区中间产品的比例较低,在 NVC
中与中国其他省市形成的价值链上下游合作关系

表 1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构成

地区 单位出口带动其他地区出口增加值 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

江苏 0. 24 0. 81
广东 0. 12 0. 64
浙江 0. 24 0. 84
上海 0. 23 0. 63
山东 0. 13 0. 86
北京 0. 23 0. 72
辽宁 0. 23 0. 85
安徽 0. 40 0. 91
陕西 0. 29 0. 86
天津 0. 17 0. 74

数据来源:本文作者根据构建的中国省市—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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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安徽和陕西紧密,主要通过庞大的出口规模

带动其他地区间接出口增加值增长。
沿海省市出口产品投入中国其他地区中间产

品的比例较低,意味着这些地区可能与国外的上

游企业建立了更密切的生产合作关系,更多地采

用国外中间产品。 如表 1 中第二栏所示,广东和上

海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0. 63 和 0. 64,说
明这些地区每出口 1 美元的产品,被中国吸收的出

口增加值分别为 0. 63 美元和 0. 64 美元,超过

35%的出口增加值被国外企业获得。 北京、天津

也有超过 25%的出口增加值流向国外。 已有研究

表明,新兴经济体嵌入 GVCs 程度过深,容易被锁

定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阻碍本土企业价值链升

级[33]。 同时,受当前紧张的贸易局势影响,如果企

业过多的生产环节依赖进口,暴露于贸易风险下,
一旦国外企业断供关键零部件,极易出现企业停

工、停产的局面,对地区经济稳定运行构成威胁。
表 1 中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

辽宁,流向国外的出口增加值小于 20% ,将较少的

价值链环节暴露于外部风险下。 这是因为江苏等

沿海省市虽然使用中国其他地区的中间产品份额

较少,但是接近 60% 的出口增加值直接被本地企

业吸收,说明江苏、浙江、山东和辽宁内部已经构

建了比较完整的价值链,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的

产业集聚达到了较高水平。 安徽、陕西位于中西

部地区,出口国内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0. 91 和

0. 86,暴露于贸易摩擦风险下的价值链环节更少。
这是高份额本地生产要素投入与采购高份额其他

地区中间产品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出口增加值对沿海省市的经济贡献大,对
中西部内陆省市的经济贡献小。 东部沿海省市中

广东和上海的出口增加值占 GDP 分别接近 35%
和 25% ,出口增加值对当地 GDP 贡献最小的辽宁

和河北超过了 10% ;中西部内陆省市出口增加值

对 GDP 贡献最大的陕西约为 15% ,贡献最小的重

庆出口增加值占 GDP 不足 5% 。
2. 东部沿海省市主要通过直接参与 GVCs 获

得出口增加值,中西部内陆省市更多的借助 NVC
间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 广东、浙江、福建和上海

等沿海省市通过 GVCs 直接出口获得的增加值超

过了地区 GDP 的 20% ,NVC 间接出口对这些地区

GDP 的贡献不足 5% 。 除了内蒙外,中西部省市获

得的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不到地区 GDP 的

10% ,重庆、云南等 15 个中西部内陆省份的 NVC
间接出口增加值超过 GVCs 直接出口增加值。

3. NVC 连接 GVCs 具有内陆到沿海和内陆到

内陆两条路径。 已有的研究认为中国内陆地区间

接融入 GVCs 的路径是向沿海地区投入中间产品,
并借助沿海地区的出口间接获得出口增加值。 本

文将研究对象深入到省域层面后发现内陆地区部

分省份同样可以促进其他地区的间接出口,安徽、
陕西等中西部内陆省份对其他地区 NVC 间接出口

增加值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

地区。
4. 沿海省市通过庞大的出口规模带动其他地

区获得出口增加值,内陆省市单位出口带动其他

地区出口增加值增长的作用更强。 广东、山东等

沿海省市的单位出口带动作用偏弱,每出口 1 美元

的产品,仅有 0. 12 美元和 0. 13 美元的出口增加值

被中国其他 29 个省市获得,主要通过庞大的出口

规模带动其他省市间接出口增加值增长。 安徽、
陕西等内陆省市在 NVC 中与其他地区建立起更紧

密的联系,更多地倚重国内生产要素完成出口,本
地区出口产品中投入了高比例的其他地区中间产

品,每出口 1 美元的产品,分别有 0. 40 美元和

0. 29 美元的出口增加值被中国其他 29 个省市

获得。
(二)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发现,东部沿海省市是中

国获取出口增加值的主要地区,其中部分省市已

经过度嵌入 GVCs,将超过 30%的价值链条暴露在

外部风险下。 一旦零件断供、专利封锁、应用禁用

等风险事件发生,这些地区经济受到的冲击将大

于中国其他地区。 在世界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不断

加深,贸易摩擦风险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在技术短

板和受到发达国家压榨的双重阻力下,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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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本不断上升,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而且短期

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将低技术传统制造业向其他国

家或地区转移,因此,在逐步攀升 GVCs 的过程中,
对接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技术,促进科技创新成

果由总部经济向一级供应商转移就显得格外重

要。 同时,在实现从模仿向创新转变、数量向质量

转变以及出口导向全球化向拓展内需全球化转变

的过程中,东部沿海省市有必要在 NVC 中与中西

部内陆省市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通过东部沿海

省市在 GVCs 中的定位将科技创新技术引入中

西部省市,为之创造市场和发展空间,提高中西

部省市中间产品的投入力度,促进知识和技术

溢出以及区域间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内陆到沿

海上下游价值链的转移、对接和补缺工作,以延

长国内价值链,提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规避外

部风险。
相比于东部沿海省市,中西部内陆省市较少

将价值链条暴露于外部风险下,获得的出口增加

值也更少。 随着安徽、陕西等省市已经展现出内

陆带动内陆获得出口增加值的潜力,中国应当最

大限度地在 GVCs 中吸收和利用世界高新技术要

素,发挥东部沿海省市已有的技术和市场规模区

位优势以及中西部内陆省市的本土优势,使东部

沿海省市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使
之成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主力军,辐射带动中西

部内陆省市,形成技术扩散。 未来如果能够抢占

GVCs 的高端控制地位,在自主创新发展核心科技

的基础上,把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依托“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 - 东盟自贸区扩大内陆省份的

直接出口规模,将强化内陆到内陆的 NVC 连接

GVCs 路径,出口增加值对内陆省份经济贡献小的

局面也有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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